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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优化与社会和谐（下）——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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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30年的时间。30年的时间足以

完成两代人之间的更替。不过我们这里关注的不是一般的世代更替，而

是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或群体是如何实现世代更替的。 

   “第二代富人”的说法，早在几年前就有了。在上个世纪的80年

代，随着最初那些改革措施的推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出现了

第一批富人。其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以个体户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的。尽

管对于个体户转变为有规模的私营企业主的比例不能估计过高，笔者本

人过去也曾提出过“长不大的个体户”的说法，以此表明完全没有权力

背景，在拥有社会资本上也不占优势的个体户的生长空间是很有限的，

但在一些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地区，比如广东、浙江等，还是有一大批

发迹于80年代的富人完成了向现代企业主的转变，有的甚至在今天也是

其中的佼佼者。而90年代初的干部与知识分子下海浪潮，则是以更快的

速度造就着中国的富人群体。就这两代富人而言，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

的时间，许多当初的创业者年事已高，而子女也开始长大成人，后者通

常就被称之为“第二代富人”。有研究者早在几年前就注意到，民企

一、二代交班的过程已经开始，“第二代富人”成批地走入了人们的视

线，有的第一线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还有人注意到，这些私营企业从第

一代转入第二代的时候，无论是经营手法还是个人作风都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 

    但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这些私营企业的管理和经营的问题，而是

社会地位的传递问题。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为人们所愿

意拥有的稀缺资源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经济意义上的财富、政

治意义上的权力和社会意义上的威望。人们不难发现，在这三种资源

中，权力和威望的世代间传递性是很差的，只有财富才具有更强的可传

递性。因此，所谓“第二代富人”的特征之一，就是其财富往往是依靠

继承而来。 

   而在另一个方面，则是贫穷的继承与世袭。于是在最近一两年中，

另外的一个名词出现了，就是所谓“第二代穷人”。有人这样来定义

“第二代穷人”，第二代穷人就是指在中国经济改革之时，那些因各种

原因和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没有积极参与并投入到商品经济的大潮

中，之后又没有得到社会利益保障的一代人。他们的子女成为了被社会

经济与政治生活主渠道隔离在外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他们范围很广，

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可能是城市里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

农民工。还有人认为，第二代穷人的主力军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灿烂



 

的童年往往因为高额学杂费而被阻于义务教育大门之外。他们没有学到

生存的技能，他们无法与那些条件优越家庭出来的孩子共享社会的种种

实惠。他们只能挥泪进工厂，劳动所得可能还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

标准。他们只能跟同样是穷人的穷人结婚，组织一个新生的贫穷家庭，

生儿育女，一直到老。 

    从理论上说，只要社会中存在着分层现象，只要人们的经济社会地

位存在上下之分，世袭与继承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即使是在像美国这

样的崇尚自立和社会流动的社会中，世袭与继承的因素也是显而易见

的。一些如洛克菲勒、福特等大的企业在家族内部已经传递了若干世

代，而像肯尼迪和布什家族在政治上的传递性也是很明显的。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人们不能完全排除为下一代人积累财富和地位也是推动社会

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在一个社会中，继承与流动需要保持大体的均衡。

尤其是在一个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中，一种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

及较多的流动机会，则是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

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当我们在今天讨

论继承与流动问题的时候，也许需要注意到一个特殊的背景，即我们今

天正在经历一个空前的财富分配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更进一步固化近

些年来正在定型化的财富格局和社会结构。应当说，改革开放30年间整

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进行分配，这也是普通人收入

增加和生活改善的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原因之所在。这些已经创造出

来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沉淀下来了，即沉淀在土地、房产、经

营性资产、股份甚至货币之中。而最近的几年间，随着沉淀价值的再发

现，实际上在发生着一场大规模的财富分配过程。从理论上来说，能够

拿到这些财富可能有三个主体，一是外国资本的拥有者，二是国内资本

的拥有者，三是劳动者。外国资本拥有者这里暂且不论，就国内的情形

来说，这种财富的分配无疑是以现有财富格局为基础的。目前火爆的股

市和房市，就是这种财富分配最主要的渠道。比如，在三四年前，你有

100万元，买了个100万的房子，到现在就可以有100万的收益。也就是

说从沉淀在房产的财富中分到了100万。如果在去年初你有100万元，投

入到股市或基金当中，到现在至少也会有100万的收益，也就是说从沉

淀在房产的财富中分到了100万。但如果是一个没有钱或其他原因没有

进行这种投资的纯粹劳动者来说，则没有从这种分配中获得任何收益。 

    在这种财富分配的过程中，资本的力量实际上起到了固化社会结构

的作用。而其他种种迹象也表明，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结构开始处于

定型化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渠道缩窄的趋势开始出现。 

    这种趋势在社会底层人群中显得更加明显。据2006年成都、重庆、

西安三地有关部门调查，我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

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定型化趋势比较明显，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

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一些底层人群因此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

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根据该项调查，有43%的低保户认为“靠个

人努力不能改变生活状况”，认为“能”的只占13%；有43.5%的农民工

认为“靠个人努力不能改变生活状况”，认为“能”的仅有0.3%。 

 



    社会流动渠道的缩窄，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就业。根据上

述调查，就业难是造成“低保户”的构成趋于定型的重要原因。成都、

重庆、西安等地的街道社区干部普遍认为，如果没有比较充分而稳定的

就业，“低保户”将无法改变吃低保的命运；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

者、进城农民工等底层人群也很难改变其社会经济地位。据有关部门调

查，城市低收入家庭与就业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低收入家庭就业

率比平均数低了4个百分点左右，他们大多由于家庭主要支撑者失业或

无业而造成贫困。成都、重庆、西安三地的基层干部认为，对于城市困

难群体来讲，只要就业一个人，就可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社会流动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教育。近年来，由于教育费用大幅攀

升，教育提供社会流动机会的功能渐趋减弱，由教育导致的不平等和阶

层固化的现象却日益明显。成都、重庆、西安三地的城市调查队近3年

来的调查显示，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学历越

高，收入平均水平也越高，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均收入是小学学历的

3倍以上，是从未上过学人员的9倍。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

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要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

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

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成

都市人事局的最新调查表明，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

工人员”的公务员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

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据西安市民政局统

计，西安有低保对象16万人左右，占城市人口的5%左右，但2003年

~2005年间，仅有3000名低保户子女考上大学，为解决其上学困难，民

政部门对他们给予了一次性2000~3000元的资助，但低保家庭仍普遍反

映高昂的学费难以承受。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弃学弃考现象，甚至新

的读书无用论开始抬头。 

因此，在一些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中，如何保护和扩展社会流

动的渠道，特别是下层人向上流动的机制，就成为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

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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